
唐代幽州军人与佛教
———以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为中心

刘琴丽

本文利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探讨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幽州军人对云居寺刻经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第二、幽州军人刻经诉求的内容特点，即除了为家人、亲属祈福外，主要体
现为为节度使及其家人祈福、为节度使生日祝寿、节度使及其属下军将为帝王或民众祈福等。第
三、经由房山石经题记还可以发现: 佛教已被部分幽州军将利用，将之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军
界的动荡局面以及浓厚的地域主义观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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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琴丽，1972 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关房山石经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刻经缘起、历代刻经情况、
拓片的整理与研究、源流考辨、版本校勘等方面;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房山石经者，主要探讨当地
的邑社组织、经济商业、地域流动等问题①。而有关唐代幽州军人的佛教信仰及其与房山云居寺
的佛教发展诸问题则缺乏专文讨论②。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的文献
考察，探讨唐代幽州军人，主要是天宝以来幽州军人对房山云居寺的刻经贡献、刻经诉求的内容
特点，并发掘隐藏在题记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对云居寺的刻经贡献

房山云居寺位于唐代幽州之范阳县，大历四年 ( 769 ) ，析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置
涿州。③ 故云居寺自大历以来，便归属涿州。《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共收入云居寺的碑刻和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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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吕铁钢主编《房山石经研究》，香港: 中国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本书收录了 20 世纪有关房山石
经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主要研究了房山石经的刻经缘起、文献价值、邑社组织，以及石经洞的研
究等。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人口流动———以宗教活动为中心》，《青岛大学师范
学院学报》2007年第 1期; 尤李《房山石经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暨南学报》
2009年第 2期，等。
本文之“幽州”并不仅指一个行政州，而是指盛唐以来形成的“幽州卢龙镇”，其辖区大体包括幽州、
蓟州、营州、涿州、平州、檀州、妫州、瀛州、莫州等九州。 〔清〕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卷 4 “幽
州”，中华书局，1980年，第 543页。另据〔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66《方镇》三，开元二年
( 714) ，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治幽州; 宝应元年
( 762) ，易州划归成德镇。中华书局，1975年，第 1832、1840页。
( 五代) 刘昫等: 《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 1517页。



6800 余条，题记的写作时间最早为唐贞观二年 ( 628 ) ，最晚为民国时期，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
年。如此完整的题记，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幽州军人的佛教信仰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幽州
地处边隅，唐代自天宝以来，当地便由军人掌握政权，直至唐代灭亡为止。此地自安史之乱后一
直处于割据状态，长庆年间以前，主要与朝廷对抗，发生了一系列对抗战争，如朱滔等人的四王
之乱等; 长庆之后，虽然与朝廷处于相对的和平局面，可是内乱不止，军事变乱不断发生。因
此，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当地军人与全国军人的奉佛形式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共同之
处，① 然则地域特色也决定了唐代幽州军人的奉佛，自然会带上一定的本土特色。由题记汇编来
看，盛行刻造石经无疑是其显著特点之一。然则笔者此处所要探讨者，是唐代幽州军人在房山石
经的刻造过程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房山石经刻造数量庞大，有唐一朝，其刻经群体除了当地民众和僧侣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军
人的贡献，毕竟他们是当地政府的掌权者。笔者对此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第一部分 “碑和题
记”( 第 1 － 19 页) 中，唐代部分共 23 条题记，其中军人题记 4 条，军人及其家属题记 2 条，军
人与其他民众共同参与的题记 4 条，接近半数的比例，显示了军人及其家属在云居寺刻经中的重
要角色。此外，在唐代云居寺巡礼碑题记中 ( 共 19 块巡礼碑) ，军人明确参与者 15 块碑文，显
示了幽州军人在房山云居寺的巡礼活动中，也占据着极为显赫的位置。由石经题记可以看出，在
巡礼活动中，军人与民众的阶层差异消失了，他们共同在寺庙里奉佛祈福，故才会有军民共同巡
礼题记的产生。

第二部分《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唐代部分共有 825 条 ( 注: 凡引文中云几石同文者，

则根据数目统计为几条题记) ，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的题记有 84 条 ( 有 1 条为外地军人及其家属
题记，降郡永康府折冲并营田副使陈留、陈良题记，见第 106 页) ，军人与民众共同参与的题记
有 19 条 ( 其中 1 条为外地军人，即大历十三年，778 年，易州游奕使王□□等军民题记，第 110
－111 页。此时易州已不属幽州镇管辖) ; 占了约 12. 12%的比例。虽然幽州军人表面上在 《大
般若波罗密多经》的刻造题记中位置不显赫，但是其所刻石经数目通常较为庞大，绝非一般的
普通民众可比。如天宝十二载 ( 753) 前后，上谷郡修正府折冲何元辿捐经题记共 18 则，所刻
经石 537 条; 幽州节度使刘济从贞元五年 ( 789) 至元和四年 ( 809) 的二十年中，捐刻的文字
明确的题记有 21 则，所刻《大般若经》就达百余卷; 在大和元年至咸通四年 ( 827 － 863) 30 余
年间，幽州地方军政要员杨志诚、史再荣、史再新、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皋、张允伸
等先后刻了百余卷石经。② 总之，军人为祈福等心理需求为云居寺所刻石经数量非常可观，而一
般民众一次性所刻石经一般为一条。故就所刻石经数量而言，幽州军人对云居寺的贡献巨大; 也
显示了云居寺得到了来自当地军界，尤其是当地高层军界要人的支持，这更增加了云居寺的权威
和影响力。

第三部分“诸经题记” ( 唐) 部分共 217 条，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的题记 77 条，军人与民众
共同参与的题记 29 条。军人及其家属直接刻造或参与刻造的诸经题记占了第三部分的半数左右。

而且军人在诸经题记中所刻石经也同样数量庞大，如开成三年四月八日，幽州卢龙节度使史元忠
敬造《善恭敬经》，共刻经 10 条 ( 第 240 页) ; 其所刻《卢至长者因缘经》，一次性刻石经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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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艳玲的《唐代将士与佛教》，作者探讨了唐代将士佛教信仰的原因和特点。原因: 第一，年老体衰或战
伤奉佛; 第二、心理需求 ( 消除罪孽) ; 第三、社会环境的影响。特点: 第一，实用性，旨在寻求心理慰
藉; 第二、盲从性，受当时社会习俗的影响。《许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 6期，第 92 － 95页。
黄炳章: 《房山石经经末题记》，《房山石经研究》 ( 三) ，第 155页。



共 28 卷 ( 第 287 － 288 页) ; 开成五年四月八日，他又与师舅怀寂、亲事兵马使史友信等共同刊
刻《萍沙王五愿经》，造经 11 条共 17 部 ( 第 252 页) 。

总之，唐代幽州军人对云居寺的繁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在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

军人所刻石经数量庞大。这一事实表明，盛唐至晚唐时期的幽州，军人成了当地佛教事业发展的
主要支柱之一，他们也是当地的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故才会有额外钱财投入刻经这类宗教信奉
支出。而军界要人———节度使的崇奉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佛教发展和信仰热潮。

二、刻经的诉求内容

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唐代幽州军人的宗教诉求除了常见的为自己和亲属祈福外，①

其宗教诉求自天宝年间以来，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政治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为节度使及其家人祈福
据附表一，幽州军人为节度使祈福的刻经题记始于天宝年间，盛行于文宗大和至懿宗咸通九

年 ( 868) 前后。这种形式的刻经，尽管也有民间百姓的参与，② 但他们属于被动行为，如梁丰
先生所考证: “这些石经，一般是由派遣到今河北一带的文官武将，或者当地寺院的高僧为取悦
朝廷 ( 当是节度使) 刻造的，而刻经所需的大量费用却摊派到下层的邑人、社人身上。”③ 与普
通民众被动为节度使祈福的态度相比，一般军人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刻经，大体而言是出于自
愿。如天宝十二载前后，上谷郡修正府折冲何元辿 “为大夫合家大小敬造”、“为大夫及当家平
安，敬造石经一百八条”、“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
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 第 97 页) 为节度使安禄山及其家人祈福。文宗大和年间，常侍麾
下军将宁珍国等 “各分月俸之资，共写石经之记”，“奉为国太夫人及司空常侍石经寺上甯国经
赞并序”; ( 第 162 － 163 页) 大和四年 ( 830) 四月八日，堂前亲事兵马使彭城郡王曹宪荣 “奉
为相公族胤、皇枝，位居台辅，纠罚之功盖代，麟阁之勣已书”而刻经。 ( 第 163 － 164 页。) 祈
愿节度使及其家人位居高官，功书麟阁。咸通二年 ( 861) 四月八日，蓟州刺史充静塞军营田团
练等使兼蓟檀平三州马步都横巡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张允皋，“奉为常侍造延年益寿经及作佛形像
经条”。( 第 274 页) 祈福其长寿。当然，还有很多这类性质的石经题记 ( 详见附表一) 没有表
明刻经目的，但显然都是在为地方节度使及其家人祈福。

从石经题记来看，幽州军将还刻经祈福节度使能够建功立业。如大和四年堂前亲事兵马使史
怀宝在刻经题记中，提到其刻经目的是: “伏为相公位列三台，庆延九族，声誉昭于麟阁，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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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开元十年 ( 722) 四月八日，易州新安府折冲都尉李文安“于范阳县西云居寺为亡妻河东郡君薛氏，敬
造石浮图一所”，为亡妻修功德。大和七年 ( 833) 四月，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等使检校
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志诚，“奉为翁翁婆婆造父母恩重石经一条”。因感恩父母而为父母修功德。咸通
七年 ( 866) 的《巡礼碑题记》中写道: “巡礼到此经堂，并愿阖家尊幼并平善、延年益寿。”乾符二年
( 875) 四月八日的《巡礼碑》中云: “愿合家清吉”。乾符四年 ( 877) 四月八日的《巡礼题名碑并阴》
云: 巡礼的原因“愿合家长幼，并乞清吉贵”。以上史料分别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 8、238、46、
56、59页。
如大和二年 ( 828) 四月八日，“石幢南百姓等奉为司空敬造石经一条，并送一千人供往大石经山”。第
225 － 227页。大和二年四月八日，“罗东门百姓奉为司空敬造石经一条，送往大石经花严堂”。第 222 －
223页。题记时间不详 ( 前会昌元年，841; 后会昌二年，842) ，“隔城门外两店奉为司徒造大石经一条，
并送斋料米面等”，第 257 － 259页。
粱丰: 《从房山石经题记看唐代的邑社组织》，《房山石经研究》 ( 三) ，第 233页。



震于沧溟”。 ( 第 163 页) 祈愿他将来军功卓著。大和四年四月八日堂前亲事兵马使曹宪荣在刻
经题记中也提到: “奉为相公族胤皇枝，位居台辅，纠罚之功盖代，麟阁之勣已书，彤弓司征，

镇抚方夏”。( 第 163 － 164 页) 祈福节度使能够功书麟阁，镇抚一方。

从这些为节度使祈福的刻经军人的来源地域看 ( 详见附表一) ，主要集中在涿州和幽州，无
疑与这两州距离云居寺的位置较近有一定关系。此外，瀛州、莫州、平州、檀州、蓟州地域的军
人也有为节度使刻经祈福者，显示了唐代中晚期，幽州卢龙节度使得到了所辖境内部分军人的支
持和拥护。

幽州军将为何要为节度使刻经祈福? 恐怕很难排除逢迎讨好的动机。因为一般而言，为某人
刻经，其用意乃是取悦于该人。① 此外，还有一则重要原因在题记中有明确记载，那就是军将们
为了报答节度使的拔擢、眷顾之恩。如晚唐 ( 从前后题记时间来看，当大和年间) 幽州卢龙节
度使麾下军将宁珍国等为节度使刻经时云:

司空作镇北门，为国藩屏，征求片善，林薮无遗，狴牢无冤滥之人。麾下多感恩，□□
则知，为善者降之百福，为恶者贻之百映。今有麾下将军宁珍国等，皆久在公门，累转忠
节，志怀武略，心好不平。沐司空煦育之恩，感常待 ( 侍) 丘山之造，常思碎首，上答生
成。今 者各申衷恳，用表素诚，愿书此经，藏之岩穴。上愿资国太夫人丘山之寿，福庆无
疆，闲安 贵心，长作燕田。次颠 ( 愿) 保司空龟鹤之岁，禄位日新，长为社稷之臣，永作
苍生父母。…… ( 第 162 页)

由“沐司空煦育之恩，感常待 ( 侍) 丘山之造”一语，表明 “感恩”是麾下军将为节度使
刻经的重要原因。在大和四年堂前亲事兵马使曹宪荣等军将为节度使的造经题记中亦云: “宪荣
之丞奖擢，忝日陪臣，夙夜省躬，何阶上答? 敬造大般若石经一条，缄之灵山。……刊经报效，

万福来期。”( 第 163 － 164 页) 曹宪荣等军将为节度使的亲信，感激节度使的拔擢之恩而为之刻
经祈福。可见，幽州军将的刻经行为与权力纠结在一起，并非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目的。

2. 为节度使生日祝寿
大和年间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过生日，② 当地一些军人通过刻经的方式来向他庆寿。如大和二

年 ( 828) 六月十一日，节度要藉试通事舍人摄固安县丞扬自迁，堂前亲事将朝散大夫试殿中侍
御张进荣，堂前亲事将朱顺清、赵良戬，涿州押衙王安立，“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 大和二年
六月十一日，涿州刺史使持节充永泰军营田团练塘南巡等使李载宁 “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 大
和三年 ( 829) 六月十一日，李载宁 “奉为相公庆寿日敬造大般若经贰条”。 ( 第 161 － 162 页)

这样的刻经题记，可能是军人讨好节度使的举动; 当然，从一位军将 “李载宁”的名字来看，

他可能是李载义的兄弟，以刻经的方式为李载义祝寿、修功德。从地域来看，这几条史料仅限于
涿州一地 ( 固安县归属涿州) ，这可能是当地军政府利用地方特色———云居寺来讨好、抑或为节
度使修功德的一项政治举措。由此可见，佛教成了唐代幽州军人利用的政治凭借，使其佛教信仰
和权力发生了一定关系。

3. 幽州卢龙节度使或其属下军将为皇帝或民众祈福
天宝年间以来，幽州一地共有 2 位节度使为皇帝造像或刻经祈福，即天宝年间的范阳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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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建木: 《房山石经题记历史资料初探》，《房山石经研究》 ( 三) ，第 185页。
据《唐方镇年表》卷 4“幽州”，李载义宝历二年 ( 826) 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和五年 ( 831) 被后院
副兵马使杨志诚所逐。第 562 － 563页。



安禄山、贞元至元和年间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安禄山在石浮图上的题记云: “为先灵皇帝供
养、皇后供养。”( 第 15 页) 元和四年 ( 809) 四月八日，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在 《涿鹿山石经
堂记》中云: “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愿延于沙界，鸿祚景福，与天无垠，

圣寿无疆。”( 第 15 － 16 页) 在同年同月同日的另一处石经题记中，刘济清楚地交代了为皇帝刻
造石经的数量，共 10 条，( 第 156 页) 数量庞大。众所周知，安禄山在天宝末年起兵反唐，故
其刻经显然并非出于诚意，而只是借刻经表明自己对朝廷的 “忠心”而已。刘济元和四年的刻
经，也有其政治背景，因为自宪宗上台后，便不断地平定叛乱的藩镇，如元和元年，讨平剑南西
川节度使刘闢之乱; 同年三月，斩抗拒朝命的夏绥留后杨惠琳; 元和二年，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錡
之叛。① 在这种背景下，“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② 故刘济为帝王刻经，是在宪
宗平藩的背景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政治用意。可见，幽州卢龙节度使为帝王刻经，很难说他们
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和真心诚意，而是带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将佛教作为一种可资利
用的政治工具，借此来表明自己对于朝廷、对于帝王的“忠心”。

作为司牧一方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或其属下军将，他们也为民众刻经祈福。如开成五年幽州卢
龙节度史元忠、师舅怀寂、亲事兵马使史友信等造《萍沙王五愿经》，题记云，他们造经的目的
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凡作功德，普为生灵，三界十方，六途九类。上通有顶，傍亘无
边，悉获欢康，俱离苦恼。……修独胜福，普救群生。” ( 第 252 页) 史元忠等军将为民众及一
切生灵祈福而刻经，带有标榜其 “爱民”的思想。开成至会昌年间，节度押衙瀛州刺史知子城
事史再荣曾“为一切亡过，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免离地狱”而造《金光明最胜王经》; 又“敬为
大地百姓造《一字咒王经》一条”; “敬为一切亡过众生造 《一字陀罗尼经》一条” ( 第 253、
284、286 页) 节度使或其属下军将为民众造经祈福，也很难说他们没有进行政治宣传的用意。

在幽州，佛教被广大民众接受，云居寺又是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之一。因此，这类刻经题记
安放于云居寺，正好利用了民众的佛教信仰，来宣传他们的仁爱、爱民等高尚品德，这无疑是在
为他们的统治作政治宣传，从而间接地达到笼络人心，稳固统治的目的。

三、刻经题记与政治时局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不仅给我们展现了唐代幽州军人的刻经情况、刻经原因以及祈福内

容，而且，透过这些题记，我们还能看出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1. 佛教成为中晚唐幽州军人政治宣传的工具
幽州卢龙节度使或其属下军将，除了利用刻经来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或讨好巴结节度

使、笼络民众外，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我们还见到大量中晚唐幽州军人的刻经题记中，

借刻经之机来宣扬节度使或其他军人的政治业绩，忠、孝、仁等高尚德行或政治智慧。

如前云大和年间幽州节度使麾下军将等，“奉为国太夫人及司空常侍石经寺上 《甯国经》赞
并序”中，对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进行了大力颂扬: “司空作镇北门，为国藩屏，征求片善，林薮
无遗，狴牢无冤滥之人。” ( 第 162 页) 颂扬节度使政治清明，网罗任用人才，边功卓著。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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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宋) 司马光编著，(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卷 237，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626、7629、7636、
7640 － 7642页。
《资治通鉴》卷 237，第 7640页。



三年，《善恭敬经》题记称赞幽州卢龙节度使史元忠“勤奉于国，荣养于亲，善感诸天，福流三
界。”( 第 240 页) 赞扬他于国忠、于亲孝、于民善。开成五年幽州卢龙节度史元忠、师舅怀寂、

亲事兵马使史友信等造 《萍沙王五愿经》题记中，云: “我大师徒幽卢两师杜陵公，宿植德本，

玄通道流，天纵惠明，神假精觉。心秉朗炬，所照无道。形□发词锋，所举无错节。悬了有无之
证，……德业显重，材智从横，勋望转高，福禄弥盛者哉! 至于恤隐约身，慈俭也; 居常不挠，

清静也; 时和岁丰，极乐也; 上简下安，无为也。” ( 第 252 页) 赞扬史元忠有德行、有智慧、

有功勋，并能勤俭爱民。在史元忠出资刊刻的另一佛经——— 《卢至长者因缘经》题记中，也宣
扬他“公自拥节幽卢，以清静为理，天授慈惠; 以了达诱人，是以仰之者如鸟归林，赴之者如
鱼入海，皆我公之善诱也，皆我公之玄觉也。” ( 第 287 － 288 页) 赞扬史元忠善于治民，爱民，

故民皆入于境。

中晚唐时期，尤其是长庆年间以后，在军事变乱频繁的幽州节镇，石经题记对于幽州卢龙节
度使或其他幽州军将个人品德或政治业绩的赞扬，显然是对他们现实政治地位的认可。而题记安
放在人群流动较大的云居寺，无疑是在为节度使或其他将领作政治宣传。由此可见，佛教已被部
分幽州军人利用，成为他们政治宣传的工具之一。

2. 军界的动荡局面
从长庆元年朝廷派遣张弘靖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以来，幽州一地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军事变

乱中。据《唐方镇年表》卷四“幽州镇”，自长庆以来，幽州一地军事变乱频繁: 长庆元年至大
中三年 ( 849) 的 28 年时间里，幽州一地共发生军事变乱 8 次，平均 3 年半一次; 从咸通十三年
( 872) 至天祐四年 ( 907) 的 35 年时间里，共发生变乱 6 次，平均约 6 年一次。如此频繁的军
事变乱，自然会给当地军界造成重大影响，给将士们心理留下一些阴影。动荡的局势是否是促使
幽州军人佛教信仰的因素之一呢? 无疑，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在一些石经题记中明显有这
方面的心理诉求。如大和年间，幽州节度使麾下军将等 “奉为国太夫人及司空常侍石经寺上
《甯国经》赞并序: ……上愿资国太夫人丘山之寿，福庆无疆，闲安贵心，长作燕田; 次愿保司
空龟鹤之岁，禄位日新，长为社稷之臣，永作苍生父母。……司空则长控令燕，常侍则永居岳
海”( 第 162 － 163 页。) 由“长为社稷之臣，永作苍生父母”，“司空则长控令燕，常侍则永居岳
海”等话语的祈愿来看，隐隐约约地反映出当时幽州政局不稳，很多节度使都短暂下台的情况，

故其属下将领才会祈愿现任节度使的统治能够稳固长久。又大和至开成年间在位的节度使史元
忠，在石经题记中也云: “愿成道果，普证菩提，自然卫我公于万年，安军府于千秋矣。”① ( 第
287 页) 祈愿“安军府于千秋”，显然也是对当时时局动乱的反映。

幽州军人大规模的刻经行为集中在三个时段，即天宝年间、贞元至元和年间、大和至咸通年
间。前两个时段，刻经的军人较为集中，天宝年间主要是上谷郡修正府折冲何元辿刻经数量庞
大; 贞元、元和年间主要是节度使刘济的刻经。可见，前两个时段，参与刻经的军人人数相对有
限。然而，自大和以后，军人阶层广泛地参与了刻经，无论上层军将还是中低层军将，在房山石
经题记中皆普遍存在，显示了晚唐军人参与刻经的广泛性。这显然与时局不稳有一定关系。因为
军事变乱的直接受害者是军人及其家属，故此时期大量军人及其家属的刻经行为，当是对针对时
局动乱向佛教寻求“援助”的举动。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时局动荡在某种程度上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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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 17下《文宗本纪》下: 大和八年十一月己卯，幽州节度使杨志诚被逐入朝; 十二月癸未，
“以权勾当幽州兵马史元忠为留后”。第 556页。



了幽州军人的佛教信仰，是他们在自身处于动荡局势下，向佛教寻求庇护的心理反映。
3. 浓厚的地域主义观念
关于唐代幽州的地域主义，吴光华先生已撰文有所论述，然其是从幽州边军和幽州文职官吏

的本土化、幽州在安史乱时的胡汉冲突角度入手进行探讨的，也提到 “幽州地域主义，在安史
乱前即已形成”。①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运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一书，实际上这种地域主义倾
向，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有着更为清晰的显示 ( 对比参见附表一、附表二) 。

附表一表明，从盛唐以来，幽州军将便开始为当地节度使刻经祈福、祝寿，这方面的刻经题
记 ( 不包括民众参与者) 共 32 则。而据附表二，天宝以前幽州还有基层军将为帝王祈福，如咸
亨二年 ( 671) ，幽州蓟县界内洪源府队正张惠; 咸亨五年 ( 674 ) ，都维那飞骑尉庞怀伯 ( 范阳
人) 、武骑尉赵君相、云骑尉刘□等邑众。② 天宝以后，则几乎见不到幽州基层军将为帝王祈福
的踪影，为帝王祈福者只有幽州的最高军政首领———节度使 ( 安禄山和刘济) ，而他们的祈福如
前所述带有明显的政治用意。这一对比体现出来的差异，显示了天宝以来，幽州军人在观念认同
上，已经远离了朝廷，而更多地与地方政府发生联系。因此在祈愿时，他们才会想到地方政府首
脑———节度使及其家人，而几乎没有 “朝廷”、“国家”这一层级，表明在幽州军人心中，朝廷
与地方政府已经出现离心倾向。幽州军将头脑中的地方首脑观念，表现出其认同地方政府的心理
以及强烈的地域主义观念，这一观念显然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割据统治。透过石经题记，我们似乎
能够看到，幽州割据的形成，不仅仅是当地节度使的行为，显然也具有较好的军队基础。幽州军
人不仅在战争实践中支持当地藩镇节帅的割据行为，题记表明，他们在刻经实践中也恪守了这一
原则。

与幽州军将的刻经相比，幽州民众为帝王祈福的题记则一直延续到长庆年间 ( 参见附表
二) ，显示了他们在地方割据的观念意识上，要弱于军人，直到长庆以后，这种地方独立意识才
完全确立，而幽州军人的独立意识在天宝年间就已显现。幽州民众的地方独立意识，显然是受到
藩镇系统割据行为的影响，是藩镇系统的割据行为不断加强着民众头脑中的独立性。③ 故才会出
现军将与民众之间，地方独立意识出现的时间差异。

概言之，唐代幽州房山云居寺佛教的发展，军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间不仅有军将阶层的积
极带头作用，还有军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信仰诉求里面，除了虔诚的宗教诉求外，还有权
力、政治的因素存在，如军将们利用刻经来讨好巴结节度使、报答节度使的拔擢之恩、笼络民
众、向朝廷昭示自己的忠心等政治用意。史料清晰地反映了佛教已被部分幽州军将利用，成为他
们政治宣传的工具; 以及唐代幽州的地域主义趋向、幽州时局从盛唐至中晚唐的发展过程。题记
汇编中的大量军人，尤其是军界要人的存在，显示了从天宝以来的盛唐至中晚唐，军人是幽州的
精英群体，是当地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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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光华: 《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 学生书局，
1980年，第 208页。
从《故上柱国庞府君金刚经颂》题记的内容，君“勋庸冠于朝伦”来看，庞怀伯曾为军人。《房山石经
题记汇编》第 4 － 5页。
陈磊: 《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
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78页。



表一: 唐代幽州军人为节度使祈福的题记

人名 题记内容 时间 文献出处

上谷郡修政府
折冲何元辿

为大夫( 安禄山) 合家大小敬造①

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

为大夫合家大小敬造

为大夫合家大小敬造

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

为大夫合家大小敬造

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

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

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

为大夫及当家平安敬造石经一百八条

为仆射安公造经五条②

为仆射安公造经五条

为仆射安公造经五条

为仆射安公造经五条

天宝十二载( 753) 前后

天宝十三载( 754) 二月八日上

第 96 页

第 97 页

第 99 页

第 100 页

涿州范阳县耆寿王
返遇十人等( 全为年
老军将)

为尚书郎中敬造石经一条 贞元六年( 790) 四月八日 第 124 页

幽州卢龙两节度家
令邓文义

造大般若石经一条，伏愿仆射福寿返长，次为
合家平安敬造 元和十年( 815) 四月八日 第 158 页

涿州刺史使持节充
永泰军营田团练塘
南巡等使李载宁

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

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

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

大和二年( 828) 六月十一日

第 161 页

第 162 页

第 163 页

常侍麾下军将宁珍
国等

奉为国太夫人及司空常侍石经寺上甯国经赞
并序

前大和二年，后大和三年
( 829) ，当大和年间

第 162
－ 163 页

涿州刺史使持节充
永泰军营田团练塘
南巡等使李载宁

奉为相公庆寿日敬造大般若经贰条

奉为相公庆寿日敬造大般若石经贰条
大和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 162 页

第 163 页

经主堂前亲事兵马
使银青光禄大夫检
校太子詹事兼监察
御史史怀宝

伏为相公位列三台，庆延九族，声誉昭于麟阁，
武德震于沧溟。…… 大和四年( 830) 四月八日 第 163 页

堂前亲事兵马使彭
城郡王曹宪荣

奉为相公族胤、皇枝，位居台辅，纠罚之功盖
代，麟阁之勣已书，…… 大和四年四月八日 第 163

－ 164 页

节度押衙瀛州刺史
知子城事史再荣 奉为司空造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 开成五年( 840) 四月八日 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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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唐方镇年表》卷 4“幽州”，天宝六载( 747) ，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第 549页。
据《唐方镇年表》卷 4“幽州”，天宝十三载( 754) 正月乙巳，“加安禄山左仆射”。第 550页。



节度押衙摄平州刺
史兼殿中侍御史史
元宽造、父史再荣

奉为司徒造药师经一条① 当开成至会昌年间 第 281 页

幽州节度押衙检校
太子宾客史元迪 奉为使军( 君) 造上件石经 会昌元年( 841) 四月八日 第 256

－ 257 页
节度押衙使持节守
檀 州 刺 史
□□□□□□□、银
青光禄大夫检校太
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张允伸②、应随从中
丞判官、军将等。

奉为仆射敬造密多心经壹卷并大般若关 大中十三年( 859) 四月八日 第 269 页

蓟州刺史充静塞军
营田团练等使兼蓟
檀平三州马步都横
巡使检校右散骑常
侍张允皋

奉为常侍造延年益寿经及作佛形像经条 咸通二年( 861) 四月八日 第 274 页

蓟州刺史充静塞军
营田团练等使、蓟檀
平三州马步都横巡
使、涿州刺史检校右
散骑常侍张允皋

奉为常侍造浴像功德经一卷、文殊师利问字母
经一卷 咸通四年( 863) 四月八日 第 279 页

知经略军使任君裕 奉为侍中敬造大般若经 时间不详，从前后看当晚唐
咸通年间 第 177 页

节度押衙兼摄防御
军使任石裕 奉为太保敬造大般若经三条 咸通九年( 868) 四月八日 第 177 页

表二:唐代幽州将吏士卒和民众为皇帝、皇后、国家的祈福题记

人名 题记内容 题记时间 文献出处

幽州蓟县界内洪源
府队正张惠

上为皇帝永作慈王，君臣百官长为良辅; 愿祖
父以下诸因亲眷俱净浴池，普及含灵，往生兜
率;愿功德芥城，空而不朽，劫石尽而长存。

咸亨二年( 671) 第 2 － 3 页

都维那飞骑尉庞怀
伯( 范阳人) 、武骑尉
赵君相、云骑尉刘□
等邑众

上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及亡过七世、见存眷
属等敬造阿弥陀像一躯 咸亨五年( 674) 第 3 页

清信士范阳县人刘
行举等民众

奉□□圣神皇皇帝师僧父母普为法界敬造当
来变经 大周天授三年( 692) 第 203 页

妫州长史梁践哲 为国王帝主师僧父母等敬造 开元十一年( 723) 第 208
－ 209 页

幽州都督府法曹参
军贝州王璬

上为圣唐皇帝，下为法界苍生，次逮七叶先亡，
俯见存眷属之所逮也

唐中兴七年 ( 景龙四年，
710) 第 5 页

节度使安禄山 为先灵皇帝供养、皇后供养 时间不详，大致天宝年间 第 15 页

女弟子韩九娘 为国王帝主及亡过父母敬造石经一条 贞元九年( 793) 第 118 页

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 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 元和四年( 809) 四月八日 第 15
－ 16 页

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 奉愿圣寿延长，遵石经故事，敬刻大般若经于石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 第 156 页
邑主僧孝佺等僧俗
民众 奉为皇帝敬造上生下生经共一卷，送至石经藏 长庆元年( 821) 四月八日 第 218 页

( 责任编辑: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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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方镇年表》卷 4“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在职时间为会昌元年( 841)闰月至大中三年( 849)，第 565 －566页。
《唐方镇年表》卷 4“幽州”，节度使张允伸的在职时间为大中四年至咸通十三年( 872) ，第 567 － 569页。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United Front and Security: Two Foci of New China’s Religious Policy

Xu Yihua Liu Qian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sixty years ago，China’s religious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policy toward relig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ited Front，however，have remained as the two major considerations of this poli-
cy，even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nsiderations has changed over time． The paper at-
tempt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policy lines and provide a new angle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PC’s religious policy．

Soldiers and Buddhism of Youzhou in Tang Dynasty
Liu Qinli

By using stone inscriptions compilation of Fangshan，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
pects． First，military officers of Youzhou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Buddhist stone carvings． Sec-
ond，it ha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buddhism aspirations，such as blessing Jiedushi and his families
having good fortune and peace，happy birthday to the Jiedushi，and blessing him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Third，by stone inscriptions compilation of Fangshan，we can see that Buddhism had been
used as a political propaganda tool by some of soldiers in Youzhou，military unrest，and the soldiers’
strong concept of regionalism，etc．

Pagan Elements in the Social Customs of Early Christanity
Lin Zhongze

Along with successful rise of Christianity，many pagan customs were not given up completely，but
rather transformed gradually as Christian customs． Christian funeral customs，including Viaticum，kiss of
peace，closing of the eyes and mouth of the deceased，washing of the body，and embalming or anointing
of the body，etc．，can find each prototype in related customs of the pagan world; Christian dream and vi-
sion have a close connexion with pagan divination of dream; Many important festivals of Christianity can
also trace to Greco － Roman world and even remote Oriental world． Although there is a so intimate histor-
ical relation between Christian customs and pagan ones，the former is not absolutely a simple reproduction
of the latter，and while Christian customs inherited forms of pagan customs，some new substance must
come into being sooner or later．

On the Literary Work and It’s Influ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Chen Jianming
Ever since western missions entered into southwest China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among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The literary work contribu-
ted a lot to this development． By the way of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ible，compiling hymns，tracts
and textbooks，the missionaries helped minority people learn to read． Meanwhile，these publications
served as powerful tools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spread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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